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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非典型知识组合具备新颖性、探索性和

前瞻性等特征，被认为是突破性创新的重要基础。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效识别非典型

知识组合和掌握提高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因素对城市制定创新战略、提升城市创新能级和

提高决策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 2000～2018 年专利数据，通过 z 值法识别非典型知识

组合，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技术相关多样化、技术非相关多样化与外部创新合作对

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1)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非典型知识组

合主要集中在“作业＆运输”“化学＆冶金”和“人类生活必需”三大技术领域，且多存在于战

略新兴产业之中，空间上集中分布于沪宁合杭甬“Z”型发展带上。(2)在高等级和一般等级城市

中，相关多样化均有利于提高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高等级城市中，非相关多样化对非典型

知识组合产出影响作用不显著，一般等级城市中，非相关多样化程度与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呈现

倒“U”型关系。(3)在高等级和一般等级城市中，外部创新合作与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均存

在倒“U”型关系，非相关多样化和外部创新合作均会相互削弱对方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积

极影响作用，二者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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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追求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我国“十四

五”规划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放在专项部署首位，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创新被视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构建“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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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熊彼特
［1］

对创新的解释来看，创新的本质是

对现有知识元素进行有效的重新组合。Uzzi 等
［2］

和 Mewes
［3］

将全新的或罕见的知识组合视为非典型知识组

合，认为非典型的知识组合更为激进，并具备较强的创造力，是突破性创新的重要基础。Fleming
［4］

指出

非典型知识组合在观察到的所有知识组合中罕见，是一种具备新颖性、探索性和前瞻性的创新。Arthur
［5］

和 Verhoeven 等
［6］

认为全新的知识组合可能会带来范式转变或根本性变化，有助于城市建立强大的竞争优

势，这种变化表现为新市场或新产业的形成、产品性能的提高、产品成本的降低、消费者期望的改变。有

效识别非典型知识组合和掌握促进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因素对城市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提高决

策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技术多样化被视为影响创新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多样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作

用，技术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合影响作用的研究仍较缺乏，其中的影响机制也尚未理清。Fontana 等
［7］

研究表明非典型知识组合与跨学科关系密切，非典型知识组合更多是由不同领域知识构成，知识多样化是

非典型知识组合产生的重要基础。Florida 等
［8］

认为技术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拥有更为复杂的自组织功

能，存在更多跨越行业边界的知识溢出，利于新颖知识产生。彭向等
［9］

研究发现同一地理空间内差异化知

识越丰富，越能激发不同知识个体之间的思维碰撞，有助于创新产生。任晶等
［10］

认为在知识多样化的环境

中，不同技术领域间的频繁互动促进了大量创新思想的产生。

然而，技术多样化对创新产出未必一定会是积极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消极的影响作用，二者间也可

能是非线性关系。宋艳双等
［11］

认为知识技术范围过广会提高整合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成为创新发展的桎

梏。孙瑜康等
［12］

研究发现城市技术多样化程度与创新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多样化处于合理

范围内会促进知识溢出和创新增长，而当多样化水平过高时，不再利于城市创新增长。Sampson 等
［13］

指出

技术多样化与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适度的技术多样化更有利于创新产生。此外，探讨技术多样化对

不同类型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和创新发展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也逐渐涌现。李勇辉等
［14］

基于生产性服务

业研究指出多样化集聚会抑制经济发达城市的创新发展，对欠发达城市创新则不存在显著直接影响。Berkes

等
［15］

在探究非典型知识组合地理分布时发现非典型知识组合在高人口密度城市中更为普遍，高人口密度城

市知识丰富多样、知识交流更为频繁，促进了非典型知识组合的产生。Mewes
［3］

研究发现非典型知识组合

更集中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大城市产业类型丰富、知识类型多样利于非典型知识组合的产生。综合来

看，探讨技术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影响作用的研究相对缺乏，仅存的少量研究也将多样化本身视

为一个黑箱，停留在探究技术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影响作用，鲜有研究通过细化技术多样化并基

于城市差异来深入研究技术多样化与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之间的关系。Frenken 等
［16］

于 2007 年将多样化

划分为相关多样化与非相关多样化，这为分析技术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提作用供了更细化

和深入的视角。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探究产业部门相关与非相关多样化对城市出口韧性、新产业兴起等的影

响作用
［17，18］。

但随着对多样化讨论的深入，对技术知识层面的相关与非相关多样化的研究开始涌现［19，

20］。根据 Frenken 等
［16］

学者的观点，技术层面上，相关多样化是指知识技术间存在技术联系或者功能互

补的多样化，非相关多样化则是与相关多样化相对而言。高旻昱等
［19］

认为技术相关多样化利于创新主体分

享共通知识，形成地理邻近与知识结构邻近的叠加效应，从而推动创新发展，由于不同类型知识存在认知

距离，非相关多样化与创新间呈倒“U”型关系。王俊松
［21］

研究指出城市创新受益于具有相关性或互补性

的多样化部门带来的知识溢出，相关多样化而不是非相关多样化促进了城市创新发展。Tavassoli 等
［22］

利

用瑞典专利数据研究发现区域内相关多样化水平与区域创新力显著正相关，而非相关多样化的影响效果不

显著。Castaldi 等
［16］

发现技术非相关多样化显著增加了突破性创新的数量，非相关多样化促进跨学科交

流，利于打破路径锁定、激发突破性创新。Boschma 等
［23］

指出在原来没有关联的知识领域建立全新的联系

利于突破性创新产生，不同属性的知识交融能够促进知识的集成创新。总的来看，技术相关多样化与非相

关多样化对创新的影响作用仍存在学术争议，非相关多样化多被视为突破性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将

技术多样化划分为相关多样化与非相关多样化，并基于地方差异开展研究能加深技术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



组合产出的影响机制的认识。

区域知识基础理论重视探讨区域知识溢出和知识创新的路径，逐渐成为区域创新研究的重要分支，但

现有多数研究隐含地假设创新源于本地知识库，忽视了外部知识和外部创新合作的影响作用
［24，25］

。关系经

济地理学拓展了知识来源的空间范围，强调获取不同空间尺度知识的重要性。Miguelez 等指出城市间创新

合作是一种正式且稳定的关系，是城市外部创新联系的主要形式之一，能够有效传递缄默知识和维持城市

与外界的学习互动
［26，27］

。Bathelt 等
［28］

指出城市内部知识不断进行重组，将会导致知识冗余和陷入低端锁

定，外部联系可以为本地生产系统带来新的思想，及时引入外部知识是破除城市低端锁定的重要因素。

Wuchty 等
［29］

认为城市与拥有共同目标的外部合作伙伴共享知识和信息能降低开发新产品的复杂性，从而

提高创新效率。Glückler
［30］

认为外部创新合作促使异质性知识流入城市，增加城市知识多样化，利于提高

城市绩效。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外部创新合作对创新发展可能存在消极影响作用。宓泽锋等
［31］

指出远距离

创新合作虽带来更多异质性知识，也会使得本地网络的嵌入性降低，导致机会成本升高，过度的远距离创

新合作对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Hottenrott 等
［32］

研究指出城市内部创新主体获取远距离知识时，需考

虑自身吸收能力、寻找创新合作伙伴和维持关系的成本，这些因素可能会抑制外部创新合作对创新的积极

作用。外部创新合作是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影响作用也仍未理清，在探究城市非典型知识组

合产出的影响因素时，将城市外部创新合作这一影响因素纳入考虑能更好揭示推动非典型知识组合发展的

背后机理。此外，Nooteboom 等
［33］

学者认为创新主体有可能难以同时兼顾和利用认知距离较远的知识和地

理距离较远的知识。非相关多样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城市内部存在大量的异质性知识，要重组大量不相关知

识存在一定难度，也需要一定的认知整合能力
［34］

。而外部创新合作中获得的知识往往与城市本地知识库存

在一定的认知邻近性和技术邻近性，但地理距离较远，获取成本较高
［33］

。非相关多样化与外部创新合作的

互动关系可能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产生影响作用，探究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影响因素时应将其纳入考虑。

综合来看，相关多样化、非相关多样化和外部创新合作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影响的直接经验研

究还相当匮乏，技术多样化和外部创新合作如何作用于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也尚未知晓。因此，本文借鉴

Frenken 等
［16］

的做法，将技术多样化区分为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并纳入外部创新合作这一重要影

响因素，探究它们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作用，同时注重结合不同类型城市进行分析，进一步

打开多样化影响效应的黑箱，深化对知识溢出机制的认识，理清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关键影响因素，

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提升创新能级、制定创新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参考。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创新要素空

间流动最频繁和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城市内部知识资源丰富多样，并存在较为频繁的外部创新合作，

是探究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影响因素的良好区域，故将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1.1.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数量，参照 Mewes 等学者的做法，使用发明申请专利作为挖掘非典

型知识组合的基础数据
［3］

。专利中的 IPC 分类码被视为技术知识元素的有效代理，当多个分类码共现于同

一专利时，不同知识元素间存在多种两两组合关系。发明专利是科学发明的主要载体，不仅记录了新技术

成果和创新主体信息，还具备较高的科技含量和创新实用价值
［35］

。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为 2000～2018 年，

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s://www．cnipa．gov．cn/)，通过采集最终获得 2000～2018 年长三角

地区 2757191 条发明申请专利。



借鉴 Uzzi 和 Mewes 等学者的做法，通过计算 z值识别非典型知识组合。首先，基于专利数据整理出知

识技术组合，将观察到的技术组合出现频率与其随机共现频率进行比较，生成每个知识组合的 z 值
［2，3］

。

由于统计的是技术类别的组合关系，因而只统计至少含有两个技术类别的专利。z 值能度量给定的任何技

术组合是非典型(新颖)的还是典型(常规)的。z值为正表示知识组合在观察数据中出现的次数比随机共现

多，说明知识组合是相对常见或传统的。z值为负表示知识组合在观察数据中出现的频率低于预期，表明

知识组合是相对非典型或是新的配对。然后筛选出 z值为负值的知识组合，将其认定为非典型知识组合，

将非典型知识组合归属至城市层面。最后，统计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拥有的非典型知识组合总数量，也就是

被解释变量。z值计算方法如下
［36］

:

式中:Ou，v 为技术类别 u和技术类别 v 共同出现的次数;Ei，j 为随机出现的技术 u和 v 的统计期望;

σu，v 为标准偏差。两个技术类别共同出现的随机期望 Eu，v 公式为:

式中:nu 和 nv 分别是技术类别 u 和技术类别 v 的数量;N是所有技术类别总数量。σu，v公式为:

1.1.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技术相关多样化、技术非相关多样化、外部创新合作以及非相关多样化与外部创

新合作的交互项。参照 Castaldi 和 Hall 等学者的做法，使用技术分类在不同聚合级别上的熵值来衡量技

术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
［16，37］

。国际专利分类码(IPC)将专利技术领域分为部、大类、小类、大组、

小组 5个不同层级。专利 IPC 部分类包括固定建筑物(A 部)、作业＆运输(B 部)、纺织＆造纸(C 部)、人类

生活需要(D 部)、机械工程(E 部)、物理(F部)、化学＆冶金(G 部)、电学(H 部)8 个部，它们之间技术壁垒

较高，不易实现知识溢出。因而技术非相关多样化(UV)可通过 IPC 部分类的专利分布熵来衡量，计算公式

为:

式中:Pk，i，t 为城市 i 在 t 年部层级 k类专利占该城市当年专利总数的占比，如果专利含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分类，在每类中都计入;UV 指数数值越大，表示城市技术多样化水平越高。

由于 IPC 分类中二位数分类(大类)技术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如衣帽类与医药类同属于 A 部)，因而一般

采用三位数分类(小类)衡量相关多样化(RV)。依据 Theil 等提出的熵值分解公式，相关多样化(RV)使用三



位数分类熵值与二位数分类熵值的组间差异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38］

:

式中:Pm，i，t和 Pn，i，t分别城市 i在 t年大类层级中 m类专利占该城市当年专利总数的占比和小

类层级中 n 类专利占该城市当年专利总数的占比;RV 指数数值越高，各个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布越均衡，表

示城市内相关知识技术领域的份额就越高。

根据 Miguelez 等
［26］

和 DeNoni 等
［39］

的划分，将城市外部创新合作界定为跨越城市行政边界的城市之

间的创新合作。本文中城市外部创新合作是指城市与国内其他城市进行创新合作的总次数。城市外部创新

合作数量基于联合发明申请专利数据来统计，联合申请专利是指由多个主体联合申请的专利。Hagedoorn

等
［40］

认为联合申请专利是最直接体现知识共享与创新合作的数据。联合发明申请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

权局(https://www．cnipa．gov．cn/)，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过程中，申请者仅保留组织机构主体，

每个专利确保最少有两位申请者，然后将申请者整理为两两合作形式。借助百度地图和天眼查等确定申请

者隶属城市，删除含有与港澳台、国外合作的专利，最终筛选出 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联合发

明申请专利，共得到 151128 条，最后统计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外部创新合作次数。

1.1.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选取，主要包括政府科研经费投入、科研人员投入、城市

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信息发达程度五个变量，分别使用政府科技财政支出、每百万人科技人员

数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值和每万人互联网接入用户数来表征，数据来自 2001～

2019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2 模型构建

为测度技术多样化和外部联系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选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基础

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Yi，t 表示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RVi，t 为技术相关多样化;UVi，t 为技术非相关多样化;UV2it

是非相关多样化的平方项;Copatenti，t 为城市外部创新合作次数;Copatent2it 为城市创新合作次数的平

方项;UVi，t*，Copatenti，t 是非相关多样化与外部创新合作的交互项;Govi，t 为政府科研经费投入;Humi，

t 为科技人员投入;perGDPi，t 为城市经济基础;Industi，t 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Interneti，t 为信息发

达程度;εi，t为随机误差项;β为变量的参数;i为城市;t 为年份。



2 非典型知识组合、技术多样化与外部创新合作变化特征

2.1 非典型知识组合发展变化特征

2.1.1 时序发展特征

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非典型知识组合种类由 29 个增长至 10609 个，组合总数量由 49 个增长至

33952 个，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图 1)。2000～2010 年，长三角地区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处于缓慢增长状

态，2011～2018 年，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每年以较大幅度增长，尤以 2015 年后增 z 长最为迅速，意味着

长三角地区新颖知识不断增多，知识复杂多样化趋势明显。2000～2018 年，出现频次较多的非典型知识组

合包括 A61K＆G01N、A61P＆G01N、B01D＆G01N、G01N＆G06F、C08L＆H01L、A61P＆A23K、C08K＆C09D、B01D

＆B32B 和 A01G＆B01D 等，主要是医学医药与测试材料、材料与信息处理识别、高分子材料与电气元件等

不同领域知识结合形成知识组合以及机床制造、材料涂料等单一技术领域内部形成知识组合，说明非典型

知识组合不仅出现在单一技术领域内，还可能是由不同学科知识技术结合而成。从 IPC 中部层分类看，非

典型知识组合中由不同技术领域结合而成的知识组合占比逐渐增高，由2000年的66%增长至2018年的84%，

表明多样化、多领域知识利于新颖知识组合的产生。

通过统计存在非典型知识组合的专利，发现八类技术领域专利中均存在非典型知识组合，各类技术领

域专利数量均处于波动增长且差异明显(图 1)。总的来看，2000～2018 年，“作业＆运输”、“化学＆冶金”

和“人类生活必需”三个技术领域专利占比最高，分别为 23%、22%和 13%，“纺织＆造纸”技术领域专利最

少，为 0.03%。

此外，还发现非典型知识组合多出现在战略新兴产业中。“作业＆运输”领域专利数量在 2016～2018

年现高水平跳跃式增长，这是因为伴随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和汽车全产业链完善，汽车及

零部件领域技术类型更加多样化，非典型知识组合数量急剧增加。“化学＆冶金”领域专利数量波动快速增

长，非典型知识技术组合多集中在新材料战略新兴产业。“纺织＆造纸”等传统产业技术领域非典型知识组

合较少，创新步伐相对缓慢。

2.1.2 非典型知识组合时空分异特征

长三角地区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数量差异明显，主要分布于沪宁合杭甬“Z”型发展带上，与长三角城

市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基本吻合。非典型知识组合空间分布格局直观反映了长三角地区知识重组活跃和

新颖知识密集的地域。由图 2 看出，上海和苏州是长三角地区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核心，二者非典型知

识组合数量最多。上海非典型知识组合多集中在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 3 个领域，苏州则集中



在新材料、汽车和生物医药等领域。次核心主要以南京、杭州、合肥、宁波和芜湖为主，非典型知识组合

多出现在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中。2010～2018 年，芜湖非典型知识组合数量不断大幅度增

加，至 2018 年成功进入次级核心层级，这与芜湖近年加大力度优化创新环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等推进科

技创新的战略举措密不可分。总体上，长三角地区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集中分布在沪宁合杭甬“Z”型发展

带上，省会城市或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成为了核心，其余城市较为边缘，围绕沪宁合杭甬“Z”型发展带呈

低值环状分布。

2.2 技术多样化与外部创新合作的变化特征

从总体趋势来看，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技术相关和非相关多样化水平均不断提高，各城市相关多样化水

平差距不断缩小，非相关多样化水平差距也有所减小(图 3)。2000～2018 年，上海技术相关与非相关多样

化水平提高速度最快，至 2018 年，相关和非相关多样化指数分别为 1.88 和 1.33，处于较高水平。2000～

2018 年，江苏和浙江各城市的相关与非相关多样化水平大致相当，安徽各城市相关与非相关多样化增长速

度相对缓慢，但也存在较大幅度提高。通过统计发现，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外部创新合作数

量日益增加，说明发明创新与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变得日益重要。其中，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

外部创新合作总次数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从创新主体类型来看，长三角地区有多种类型的创新主体进行外

部创新合作，外部创新合作最为活跃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其次是高校，然后是科研机构，最后为其他类型

创新主体。2018 年，长三角地区进行外部创新合作的创新主体中，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类型创新

主体占比分别为 85.46%、6.65%、6.14%和 1.75%。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解释变量间相关性均低于 0.7，各解释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 值)均小

于 10，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 Hausman 检验，检验值为 36.95，P 值为 0，故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以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依据回归方程(6)，借助 Stata13.5 对全样本进行回归模

型估计，采用逐步回归，使结果更加稳健。各模型的拟合度均超过 0.6，表明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回归结果如表 1所示，最终解释以模型 5为准，模型 6和模型 7为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 5中，技术相关多样化系数为 3.2635，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关多样化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

产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相关多样化水平每提高 1%，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增加 3.2635%。相关多样

化保证了城市内部创新主体间合适的认知距离，使得创新主体既有能力从其他创新主体学习到新知识，又

不至于陷入过于专业化带来的认知锁定。非相关多样化系数为 4.6312，其平方项系数为－1.7262，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非相关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存在非线性影响，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适量的

非相关多样化促进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但超过一定值后非相关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由正

向转为负向。非相关多样化提高了城市内不同领域的技术间交流互动和知识溢出的可能性，利于打破“技

术隔离”，提高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
［41］

。若城市内集合大量不相关领域知识，创新主体间整体认知邻近性

降低，整合知识难度增加，阻碍了非典型知识组合产生，即过量的非相关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有

负向影响。

外部创新合作系数为 0.0034，其平方的系数为－1.91e－08，系数分别在 5%和 10%水平上显著，表明

外部创新合作与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存在倒“U”型关系(模型 5)。适量的外部创新合作推动了非典型知识

组合的产生，这是因为城市借助创新合作结网的方式在外部找到非典型知识组合所需的补充知识，甚至能

获取和储备前沿技术，进而突破了地方化知识资源的限制。然而，当外部创新合作过多，吸收和转化外部

获取的知识时间变长，且城市继续维持合作关系和寻找新伙伴的成本变得太高，从而阻碍了非典型知识组

合的产出。模型 5中，非相关多样化与外部创新合作的系数均为正显著，但二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043，

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推动非典型知识组合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外部创新合作和非相关多样化相互削

弱对方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积极影响作用，二者存在替代关系。表明在成本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城

市往往难以同时对大量不相关知识和远距离知识进行有效重组，因而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控制变量中，城市经济基础、信息发达程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系数均为正显著，表明这三个因素能

促长三角地区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它们分别为非典型知识组合产生提供了经济实力保障、获取信息

时效性和丰富的知识基础。科研人员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存在显著负向效应，长三角地区科技人员数量

较多，但可能多集中在同一知识领域，不利于横向拓展多技术领域来促进非典型知识组合产生。政府科研

经费投入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城市科技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城市基础科学研究，

对新颖的非典型知识组合并未起到直接作用。

为保障回归结果的可信性，一是将被解释变量非典型知识组合滞后一年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模型 6

所示，解释变量显著性变化甚微，说明结果稳健。二是通过缩小样本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十五计划”

至“十二五规划”(2001－2015 年)时间段子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明模型 7所示，解释变量显著性

变化不大，表明回归结果稳定，结论可信。此外，根据上文分析的长三角地区非典型技术组合产出随时间

发展变化特征，对 2000～2010 和 2011～2018 年两个发展阶段进行回归估计，发现核心变量的显著性均未

发生明显变化。究其原因，可能是相关和非相关多样化、外部创新合作与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发展趋

势较为一致。



表 1 2000～2018 年相关多样化、非相关多样化与外部创新合作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影响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RV 2.9881
***

3.2837
***

3.3344
***

3.2635
***

2.7725
***

3.1273
***

UV 5.4636
***

5.4072
***

4.6312
***

3.4471
***

3.3553
**

UV
2

-2.0494
***

-2.0254
***

-1.7262
***

-1.1926
***

-1.1733
**

Copatent 0.0002
*

0.0034
**

0.0027
**

0.0084
***

Copatent
2

-2.31e-08
**
-1.91e-08

*
-7.89e-09

*
-1.12e-07

**

UViCopatent -0.0043
**

-0.0014
**

-0.0113
***

Gov -1.12e-07 -1.50e-07 -6.43e-08 -3.37e-08 8.08e-08 -1.16e-07 3.13e-07
**

Hum, -0.9216
**

-1.1515
***

-1.1816
***

-1.2241
***

-1.0181
***

-0.3713* -0.2975*

perGDP 2.06e-05
**

9.77e-06
***

1.09-05
***

9.54e-06
***

1.20e-05
***

9.60e-06
***

8.17e-06
***

Internet 0.0094
**

0.0075
***

0.0058
**

0.0057
**

0.0056
**

0.0072
***

0.0071
***

Indust 0.0806
**

0.0527
***

0.0468
***

0.0451
***

0.0448
***

0.0408
**

0.0287
**

常数项 -4.3223
**

-4.3979
***

-7.5817
***

-7.4757
***

-7.0323
***

-6.0676
***

-5.6606
***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3.2 城市异质性分析

上文实证研究表明城市技术多样化和外部创新合作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存在不同的影响作用，

但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的经济基础、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等要素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类型城市中，技

术多样化和外部创新合作可能会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具有不同的影响。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当中，城

市要素禀赋差异往往与行政等级高度相关。因此，本文与 Mewes 和 Berkes 等外国学者从人口规模或人口密

度指标划分城市不同，结合我国国情，从城市等级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等级开展不同类型城市分析
［3，15］

。

参考刘瑞明等学者的做法，将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以及“较大的市”划入高等级城市，其他城市为一般

等级城市，高等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和合肥
［42］

。总体上看，划分的高等级城

市在行政等级、经济水平、创新能力和人口规模等方面比一般等级城市水平要更高。表 2 模型 1 和模型 3

分别为高等级城市和一般等级城市城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模型 2和模型 4为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 2城市异质性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高等级城市 一般等级城市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RV 4.1272
**

3.7413
**

2.9645
**

2.4139
**

UV -3.3294 -2.9995 5.0710
**

3.6219
**

UV2 0.7095 0.7734 -1.7314
**

-1.1138
**

Copatent 0.0033
*

0.0022
*

0.0062
*

0.0102
**

Copatent2 -2.46e-08
*

-1.41e-08
*

-5.58e-07
*

-9.79e-07
**

UViCopatent -0.0017
*

-0.0012
*

-0.0031
*

-0.0052
**

Gov 9.95e-08 -1.81e-08 2.53e-06
***

3.31e-06
***

Hum, -0.3706 -7.38e-07 -1.4286
**

-1.4772
**

perGDP 5.84e-06
**

5.60e-06
**

1.34e-05
**

8.10e-06
**

Internet 0.0035 0.0033 0.0055
**

0.0077
**

Indust 0.0389" 0.0348
*

0.0270
**

0.0293
***



常数项 -1.7533 -1.9107 -6.6761
**

-5.7454
***

表 2显示，长三角地区高等级城市和一般等级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模

型 1显示，高等级城市中，相关多样化系数为 4.1272，在 1%水平上显著，非相关多样化系数不显著，说明

相关多样化对高等级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有明显促进作用，非相关多样化无明显影响作用，与全样本

实证回归结果有所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等级较高的城市优势产业多样且突出，更注重利用相关知识进行知

识重组以获取更快速、更低成本的创新。模型 3 显示，一般等级城市中，相关多样化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相关多样化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推动作用显著，非相关多样化系数为 5.071，其平方项系数为－

1.7314，均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非相关多样化与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呈现“倒 U 型”关系。相比高

等级城市，一般等级城市本地知识资源贫乏，适量相关和非相关多样化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均起到

推动作用。高等级城市外部创新合作、外部创新合作与非相关多样化相互关系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影响

作用与一般等级城市相似，并且也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似。此外，一般等级城市中，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和

信息发达程度系数为正显著，而高等级城市的不显著，说明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资金和城市信息化水平对

一般等级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起到促进作用，对高等级城市无明显影响作用。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年

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模型 2和模型 4 所示，高等级和一般等级城市中各解释变量显著性变化较小，说

明回归结果稳定可信。

4 结论与启示

随着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间的创新竞争日趋激烈，亟需开展新技术的研发与创造以获

取竞争优势。熊彼特认为创新源于知识的重组，新颖的、非典型的知识组合对起到革命性的突破性创新十

分重要，因而有必要理清提高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核心影响因素。本文利用 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城

市发明专利数据，探究技术相关多样化、技术非相关多样化和外部创新合作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

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2000～2018 年，长三角地区非典型知识组合数量逐年递增，主要集中于“作业＆运输”、“化学＆

冶金”和“人类生活必需”三大技术领域，且多存在于战略新兴产业之中。从更细的技术领域来看，非典

型知识组合主要是医学医药与测试材料、材料与信息处理识别、高分子材料与电气元件等不同领域知识结

合形成的知识组合以及机床制造、材料涂料等单一技术领域内部形成的知识组合。非典型知识组合主要分

布在沪宁合杭甬“Z”型发展带上。

(2)长三角地区技术相关和非相关多样化水平均有幅度大提高。不论在高等级还是一般等级城市中，相

关多样化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均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与 Hidalgo 等
［43］

提出的相关性原则一致，应该

经得起未来在其他地区的实证检验。总体上，长三角地区非相关多样化与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间呈现

倒“U”型关系，与非相关多样化对一般创新影响作用相似
［19］

。但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相关多样化对

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还具有一定的城市异质性，高等级城市中，非相关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

合产出无明显影响作用，一般等级城市中，非相关多样化与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间呈现倒“U”型关系。

本文将技术多样化区分为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探讨其对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并

进行城市异质性分析，深化了 Mewes
［3］

和 Berkes 等
［15］

关于技术多样化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影响研究，

也进一步打开了多样性对创新影响效应的黑箱。

(3)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外部创新合作数量日益增多，外部创新合作与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总体呈倒

“U”型，即适度的外部创新合作利于提高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的产出，过量的外部创新合作不利于提高城



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在高等级和一般等级城市中此结论均成立。这说明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外部知识

资源和外部创新合作对促进城市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支持了 Bathelt 等
［28］

、Glückler 等
［30］

强调外部创新

合作对地方创新起到积极作用的观点，结论还发现只有适量的外部创新合作才能更好促进创新发展，使现

有相关研究结论得以扩展。非相关多样化和外部创新合作相互削弱对方对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积极影响，

二者存在替代关系，这与 Nooteboom 等
［33］

学者的观点一致，此结论在高等级和一般等级城市中均成立，一

定程度上丰富了学界关于非相关多样化与外部创新相互关系对创新发展影响的讨论。

结合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建议:一是保持非典型知识组合在“作业＆运输”、“化学＆冶金”和“人类生活

必需”三大技术领域中的优势，统一制定长三角地区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总体规

划以促进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二是了解城市内部技术结构，关注技术间的相互联

系，立足于本地知识技术基础和相关资源，推动与城市技术关联的技术门类发展，引导相关性产业的发展，

为知识基础相似的创新主体提供更便捷的沟通与合作平台，为知识溢出营造良好的环境。三是长三角地区

高等级和一般等级城市均可聚焦自身优势产业，提高技术相关多样化水平以促进创新发展。一般等级城市

可引导创新主体在基础较弱的技术领域开展研发活动，走出创新“舒适区”，适量发展多个门类的技术促进

非相关多样化水平提高，但需加以控制，以免技术类型和方向过于分散。四是引导城市间开展技术联合攻

关，加强城市外部创新合作，保持企业在外部创合作中的优势，加大城市与外部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合作

强度，搭建信息传播与合作的平台，为跨行政区创新合作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城市获取远距离知识成本。

本文对技术多样化、外部创新合作与城市非典型知识组合产出的关系进行探讨，完善了学界对于城市

非典型知识组合发展演化背后动力机制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仅基于

专利数据衡量外部创新合作展开讨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增加城市间联合研发项目或者其

他正式或非正式的创新合作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此外，仍有几方面有待进一步讨论:一是比较分析不同知识

基础产业类型中非典型知识组合发展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二是理清中国非典型知识组合类型和空间分布

格局，三是探究非典型知识组合与城市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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